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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社区尺度的人口、经济与环境数据，采用空间统计模型实证检验深圳劳动力

流动对与 PM2.5 浓度的影响。研究结论为深圳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政策

制定和评估提供了经验依据。研究结果发现，劳动力流动与 PM2.5 浓度有正相关

关系，流动劳动力密度过高会影响 PM2.5 浓度上升，2015 年以前，流动劳动力

占比强化了劳动力流动对PM2.5浓度的影响。PM2.5浓度受到相邻地区人口、经济、

环境因素的空间自相关性影响，空间模型在环境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具有独特的

优势。最后，从环境问题的研究尺度、研究内容和政策评估方面提出未来的研

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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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长期以来是全国唯一的流动人口超过户籍人口的超大型城市，2020 年

末流动人口达到 1243.87 万，较 2010 年的 786.17 万人，增长了 58.22%，占常住

人口的 70.84%，其中劳动年龄的流动人口占比为 81.09%。人口持续流入是深圳

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劳动力的流入为深圳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人口红利（陆杰华，2019），2020 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GDP）达到 2.76

万亿元，约占当年广东省 GDP 总量的 1/4。

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优化的条件下中，通过理

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检验劳动力流动对环境影响的作用机制，对于“完善劳动力

流动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环境要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劳动

力流动通过对人口和经济系统的影响，长期积累形成引起环境变化是多种因素，

而环境退化初期很难直观地体验（Piguet，2010），发现其中的“机制”以避免

环境退化后果就显得非常重要。二是目前正值“六大类 40 条授权清单”全面落

地实施的阶段，深圳的长远发展不能只是被动地解决当前的矛盾，还要有一定

的预见性。面对劳动力要素和经济要素大量持续流入的格局，无论是制度体系

的顶层设计，还是政策工具的准备，都需要权衡人口红利与环境压力之间的关

系，为调控或规避不利后果提供政策线索，劳动力流动与环境变化的关系也就

成了理论层面和实践领域共同关注的科学问题。三是深圳是全国唯一流动人口

占比过半的超大型城市，劳动力的规模、结构和质量具有明显的流动人口特征，

现有的劳动力迁移流动理论与实证结论是否适用于深圳的特殊人口和社会经济

条件，需要理论论证和实证检验。

1  文献回顾

人口迁移流动和劳动力迁移流动一直是人口研究的相关主题，关于劳动力迁

移流动的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以及劳动力迁移流动的环境影响研究，已经形成

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仅关注劳动力迁移流动机制及其环境影响方面的文献。

1.1  劳动力迁移的理论脉络

初期的“推拉理论”是研究人口 / 劳动力迁移流动的重要理论之一，它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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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流动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

迁改善生活条件（Lee，1966）。迁出地的影响因素、迁入地的影响因素、迁移

过程的障碍、个体特征、文化差异等对迁移决策产生影响。推拉理论对人口 / 劳

动力的迁移流动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解释从

迁出地到迁入地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推力和拉力以及不同人群对此的反映。但它

主要是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之上，缺乏科学推断和假设检验，也有一定的局限

性（Greenwood，1997）。同期的二元经济模型认为（Lewis，1982），发展中国

家经济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普遍存在劳动力过剩的传统农业部门，另一个是

现代工业部门。经济增长就是现代部门以不变的工资率吸收农村边际生产率为

零的无限供给状态下劳动力的过程；现代部门有把积累全部转化为投资的动力，

投资越多，吸收劳动力就业越多，直到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为止。修正

的二元经济模型成功的解释了城市存在失业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继续流入城

市的问题（Todaro et al.，1992）。二元经济模型及其修正模型从宏观层面科学地

展示了劳动力转移的动力和过程，是一个被广泛应用的分析劳动力迁移流动的

经济学范式。

中期的新经济迁移理论强调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重要性，根据家庭预期收

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决定家庭成员的外出或迁移（Stark，2005）。

许多学者对本地市场条件与迁移动机，外出收入对社区经济发展、社会网络或

制度对迁移决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检验了该理论假设的有效性

（Zinda et al.，2018）。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假设迁移的动机来自城市经济的二

元结构及其内生的劳动力需求（Piore，1979）。在城市经济或发达国家的经济

中存在主导部门和辅助部门，辅助部门由于条件差对本地劳动力没有吸引力，

导致劳动力供给长期不足，需要吸引外地劳动力补充，由此产生了迁移动机。

尽管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是起源于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研究（Baffoe-Bonnie，

2003），但中国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郭丛斌，2004）。

1.2  劳动力迁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宏观迁移理论将迁移作为人口对社会、经济、环境、政治和文化变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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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人口 / 劳动力迁移流动同样对社会经济格局产生影响，研究视角不仅

局限于经济学范畴，逐步扩展到迁移流动的选择性、影响因素及其对社会、

经济与环境影响等方面（Adams and Page，2005；Haas，2010；Chen et al.，

2014；Ghimire et al.，2020）。同时，将人口与环境关系的理论框架引入到

劳动力迁移研究（Greiner and Sakdapolrak，2013），认为劳动力迁移流动不

仅是适应环境的选择（Cameron，2018），而且也是环境变化的影响因素（Tai 

et al.，2012）。

中国的劳动力迁移既有发达国家早期的一般特征，比如年龄、性别、教育

程度等方面的选择性（蔡昉、白南生，2006），也有中国的特殊性，比如劳动

力迁移流动中的制度性障碍（王梅、传海，2005）、劳动力迁移流动的“推力、

拉力”变形等（李强，2003），甚至发现区域房价差异也会导致劳动力流动（高

波 等，2012）。

1.3  劳动力迁移流动与环境关系的不同理论观点

其一是马尔萨斯主义认为人口压力、资源消耗必然导致环境退化（Wright，

2015），劳动力迁移、经济扩张导致的人口数量增长和资源消费增加对环境造

成危害（袁晓冬、马良瑞，2017），从而形成了人口压力下的资源环境难以为

继的判断（Brundtland，1987）。尽管没有确切的证据支持马尔萨斯主义观点，

但以环境问题为由排斥移民或劳动力迁移（Nagtzaam and Cafaro，2018），可

以避免过多地受到舆论攻击（Hultgren，2014）。另一是新政治经济学派的反

对观点，认为劳动力迁移流动和经济发展并不是环境退化的根本原因（Angus 

and Butler，2011），尽管移民与某些环境污染问题有一定的关联，但更多研

究指向移民的消费方式、环保意识都优于发达地区的本地人口（Bohon et al.，

2008；Chatman and Klein，2009）。通过劳动力迁移流动及其不平等的生态转移、

经济过程中的市场交换和贸易方式等途径将发达地区的环境压力不合理地转

移到发展中地区，从而给发展中地区的环境造成压力（Carter et al.，2013）。

部分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移民消耗资源和产生废丢物更少（Hunter，2000；

Atiles and Bohon，2003），移民规模与当地空气质量不仅没有负相关，甚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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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污染物水平负相关（Squalli，2010；Price and Feldmeyer，2012；Ma and 

Trouth，2019）。

综上所述，现代人口或劳动力迁移现象十分复杂，不是某一个理论能够完

全解释的，需要从多种角度分析。中国劳动力迁移流动的社会经济背景与西方

国家相比有巨大差异，其中最突出的差别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李晓春、马

轶群，2004），既不同于现有理论的假设条件（李强，2003），也区别于西方

国家的经验结果（周天勇，2001），深圳有着与国内其他超大型城市完全不同

的人口结构，其劳动力迁移与环境的关系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对现有理论的适

用性进行实证检验。

2  理论框架

劳动力是人口的特殊组成部分，深圳流动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高达

82.12%。劳动力兼具经济属性和人口属性，本文在人口与环境关系的理论框架下，

构建深圳劳动力流动的环境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为实证模型的设置提供理论

依据。

2.1  因变量

就人口与环境关系的研究而言，环境概念既包括生态资源，如水环境、土

地质量、空气质量、能源等，也包括人类生产生活产生的环境后果，如温室气

体排放、生物多样性等（童玉芬，2004）。

除个别研究整体环境外，都需要具体到环境的某个方面，本文以 PM2.5 浓

度作为空气污染的操作化变量，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数据的可获

得性，深圳自 2012 年设置了 18 个国家空气质量监测站点以来，陆续增加到

全市 74 个街道 PM2.5 监测站全覆盖，可以在社区尺度上提供可靠的连续性

数据。二是 PM2.5 浓度是广泛使用的环境指标之一，它不仅反映居民的生活

质量，也是重要的健康影响因素。比如，PM2.5 超标等空气质量问题会降低

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程度（Zhang et al．，2017），并减少外出活

动、额外增加防护器材等（Sun et al.，2017）。世界卫生组织对 PM2.5 长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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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风 险 评 价 显 示（WHO，2006），PM2.5 浓 度 从 10µg/m3 上 升 到 35µg/m3， 

死亡率增加 15%。三是深圳近年来大力开展大气污染防治，PM2.5 浓度仍有提升

空间，将其作为环境变量进行研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深圳于 2012 年开始执行《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全面对 PM2.5 进行监测，并在《2020 年“深

圳蓝”可持续行动计划》中提出了将 PM2.5 稳定在 25µg/m3 的目标，介于国家

一级标准（15µg/m3）和二级标准（35µg/m3）之间，离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值 

（10µg/m3）有明显的差距。

2.2  自变量

根据理论分析模型和现有实证研究结论，以及研究尺度上的数据可获得性，

并结合深圳人口、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特点，以对 PM2.5 浓度有潜在影响的人口、

经济因素，以及其他控制变量为自变量，具体如下。

（1）劳动力流动指标。采用流动劳动力密度（F_H_L）和流动劳动力占劳

动力的比重（F_H_R）2 个指标测量劳动力流动的强度与规模。流动劳动力密度

定义为非户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 平方公里，流动劳动力占劳动力的比重（流动

劳动力占比）定义为非户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 常住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流动劳动力密度主要测量劳动力流动的强度，同时消除空间分析单元区域面积

的差异。深圳市内流动人口分布具有很大的差异，既有宝安、龙岗等流动人口

聚集的区域，也有盐田、大鹏、坪山等流动人口较少的区域，对应的劳动力流

动规模上的差异则通过流动劳动力占比进行测量。

（2）经济发展指标。经济发展伴随着资源投入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增加

了环境的压力，同时经济发展也对经济结构和经济质量产生影响，当经济结

构和质量持续改善达到某一拐点时，环境压力将呈逐年下降的趋势（Grossman 

and Krueger，1995）。可见，经济增长并不是经济因素对环境产生压力的唯一

原因，而经济结构和经济质量也可能造成环境变化。因此，分析人口与环境关

系中经济的中介作用，需要通过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和经济质量三个角度进行

考察，分别反映经济规模、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发展状态（曼昆，2015）。经济

规模包括地区生产总值（GDP）、GDP 增长率（GDP_R）2 个测量变量；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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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结构方面，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工业制造业的能源消费和废弃物排放相对

较多，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也比较突出（Jänicke et al.，1989），故采用第二产

业占 GDP 的比重（IND_R）作为经济结构的测量变量；在经济质量方面，采

用生产总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P_W_S）作为技术水平的测量指标，代表了经

济质量高低。

（3）控制变量。居民财富也是影响环境的重要因素（Squalli，2010），

采用家庭消费支出（H_C）作为财富的测量变量。实际上，本文还测试了人均

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平均家庭收入等指标，通过比较发现家庭消费支出

的统计特性更好。家庭消费支出不仅能够反映居民的财富，还可以间接体现消

费水平和消费习惯。

研究表明（孙天乐 等，2019），深圳的 PM2.5 主要来源中汽车尾气占 30%，

但在研究尺度上无法获取汽车尾气方面的指标，本文采用路网密度（R_D）

间接测量汽车尾气。一般情况下，路网密度越高、道路交通条件越好，通行

的汽车也越多。气候自然条件也是影响 PM2.5 的产生和积累的因素（Price and 

Feldmeyer，2012），在深圳区域内的气候条件差异不大，采用绿化覆盖率（G_R）

测量自然条件对 PM2.5 的影响。

3  数据与方法

3.1  空间分析单元

空间分析单元越小，可能提供的信息越丰富（Anselin，1988），但对

数据的要求也更高。在满足数据可获得性的前提下，本文以社区级行政区

划为空间分析单元（Spatial Analysis Tract）。一方面社区尺度是可以获

取人口、经济与环境指标数据的最小空间分析单元，另一方面，深圳近年

来行政区、新区、街道和居民委员会的变动比较频繁，但社区的空间区划

基本保持稳定，只是行政隶属关系的转变，可以保证研究时期内连续性数

据的可比性。根据上述划分原则，将深圳共划分为如图 1 所示的 644 个空

间分析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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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深圳市政区图（JS（2018）01-428）绘制。

图 1  深圳市空间分析单元示意图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spatial analysis unit in Shenzhen

3.2  PM2.5 浓度

本文的 PM2.5 浓度数值采用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官方网站公布的实时监

测数据，通过 24 小时滑动平均计算年度平均值。按照《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

（试行）》中的要求，深圳市对监测站的点位进行布设，2012 年在全市设立 18

个监测站，至 2018 年增加到 74 个（每个街道 1 个）。为了保持指标的一致性，

故本文的时间序列设置为 2012—2020 年，结合上述空间分析单元的数量，共有

5796 个数据点（644 个空间分析单元 ×9 年）。

PM2.5 浓度监测站的设置综合考虑了自然环境和空气污染发生源的情况，

分布相对均匀，虽然每个监测站的观测范围为 5 公里，但它们之间的连线可

以覆盖全部空间分析单元。由于空气污染源和污染物多为流动性的，空气中

的颗粒物公布相对均匀，每个监测站的监测值都是周围各个污染发生源综合

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某个空间分析单元靠近某种污染发生源（比如交

通主干道），那么它附近的监测值也必然更高。考虑到单个监测站可能不在

空间分析单元的质点上，采取周边多个监测站的均值可以更好地逼近真实数

值（傅崇辉 等，2014）。

因此，可以采用如图 2 所示的方法估计各空间分析单元的 PM2.5 浓度。以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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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析单元的地理质点为圆心，寻找最近且连线经过该空间分析单元的两个监

测站（a 和 b），将其连线并作质点到连线的垂线（c 点），用 c 点的数值近似

的代替空间分析单元的 PM2.5 浓度。如果有多条连线经过空间分析单元，则取垂

直距离最短的那条。根据等比例估计法（傅崇辉 等，2014），c 点 PM2.5 浓度估

算公式为：

	 PMc=PMa+d1/（d1+d2）×（PMb-PMa）	 （1）

图 2  空间分析单元质点的 PM2.5 浓度估计示意图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PM2.5 estimation of particles of spatial analysis 

units

PM2.5 年平均浓度最高的区域是光明新区，达到 30.83µg/m3，最低的区域是

盐田区，为 21.12µg/m3。光明新区、龙华新区、宝安区和坪山新区是深圳 PM2.5

浓度较高的区域，盐田区、大鹏新区的 PM2.5 浓度明显低于其他区域。从空间分

布看，深圳的 PM2.5 浓度总体呈现东部区域低（较好），西部区域偏高（较差）

的格局，如图 3 所示。

从 总 体 上 看， 深 圳 市 2020 年 PM2.5 平 均 值 为 26.81µg/m3， 比 2012 年 的

41.38µg/m3 下降了 36.88%，也显著低于环保部规定的标准（35µg/m3）。从图

3 的区级层面已经表现出 PM2.5 浓度的区域内异质性，如果从更小的空间单元来

考察这种差异可能会更大。而且，即便是 PM2.5 浓度较低的盐田区、大鹏新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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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高于国际上认定安全的水平（10µg/m3），研究 PM2.5 影响因素的区域内异质

性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

图 3  深圳市 PM2.5 分区年平均值（2020 年）

Figure 3  Annual Average Value of PM2.5 in Shenzhen (2020)

3.3  人口、经济与环境指标

从表 1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看，流动劳动力密度在不同空间分析单元之间有

明显的差异，流动劳动力数量多、区域面积相对较小的福田、罗湖的空间分析

单元的流动劳动力密度普遍偏大；而大鹏、坪山的流动劳动力数量少、区域面

积相对较大，其空间分析单元的流动劳动力密度较低。深圳作为国内唯一流动

人口占比过半的超大型城市，流动劳动力是深圳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动

劳动力的占比在 40% ～ 80% 之间，平均约 70%。

深圳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经过前期的高速增长，2020 年经济

总量（GDP）达到 2.76 万亿元，在各空间分析单元中，受产业布局和社区业态

差异性影响，GDP 规模最高的达到了 171.28 万亿元，最低的只有 2.18 万亿元。

尽管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和经济转型升级的调控，近年来 GDP 增速有所放缓，但

2012 ～ 2020 年间，各空间分析单元的平均 GDP 增长率仍然在 8% 左右。与此同时，

经济结构和经济质量也得到明显的改善，各年份、各空间分析单元的平均劳动

生产率为 41.83 万元 / 人；在经济结构方面，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经过前期

的下降后，稳定在 50% 以下，宝安、龙华、龙岗等前期工业聚集区域的空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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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单元的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普遍高于 50% 左右。

在控制变量方面，在经济和人口的双驱动下，尽管广州、深圳实行了“限

牌限购”政策（傅崇辉 等，2021），私人汽车保有量维持了稳定增长，路网

密度也较高，特别是福田、罗湖、南山的空间分析单元，其路网密度普遍超过

10km/km2；各空间分析单元的平均绿色覆盖率水平为 43.38%，总体上是深圳东

部的绿色覆盖率高于西部。

表 1  统计描述

Table 1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数据来源

PM PM2.5 年均浓度（µg/m3） 34.19 45.90 17.18 56.09
深圳市人居环境委

“一街一站”网格化
空气监测体系

F_H_L 流动劳动力密度（万人 /km2） 0.78 0.89 0.02 1.45
广东省全员人口信息

系统历年年末数据
（深圳部分）

F_H_R 流动劳动力占比（%） 69.37 67.16 41.09 75.98
广东省全员人口信息

系统历年年末数据
（深圳部分）

GDP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56.29 95.78 2.18 171.28 街道年度报表
GDP_R 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8.21 9.73 5.12 16.09 街道年度报表
IND_R 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 41.39 43.19 8.18 61.09 街道年度报表
P_W_S 劳动生产率（万元 / 人） 41.83 51.37 21.74 56.01 街道年度报表
H_C 家庭消费支出（万元） 9.63 8.37 2.31 13.91 深圳住户调查数据
R_D 路网密度（km/km2） 7.09 8.34 3.12 12.93 电子地图
G_R 绿化覆盖率（%） 43.38 39.01 31.09 63.18 街道年度报表

3.4  实证模型

根据空间自相关的一般规律，事物之间存在普遍联系，地理相邻的事物之间

的联系大于远距离事物之间的联系（Tobler，1970）。各空间分析单元之间地理

相邻，人口、经济与环境因素之间存在统计上的空间相依或空间自相关，使得

传统统计方法要求的观测值与残差之间相互独立的假设不成立，需要使用地理

加权技术处理空间自相关的问题（Gilbert and Chakraborty，2011）。为此，首先

采用 Moran’s I 指数检验各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性（Anselin，1988）。Moran’s I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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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通过对空间分析单元进行加权，以表示其不同的影响，取值通常为 -1 ～ 1，0 

表示无自相关系。

表 2 的检验结果显示，不仅 PM2.5 浓度具有空间上的正相关性，而且自变量

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自相关现象，除流动劳动力密度是空间负相关外，其他

均为空间正相关。流动劳动力密度的空间负相关性表明各空间分析单元之间存

在流动劳动力的竞争关系。近年来，深圳加大了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度，出台

了从就业保险补贴到各种人才补贴的一系列政策，各区、街道、社区也相继出

台了配套政策（陆杰华，2019），客观上形成了对流动劳动力的“国内、市内

双竞争”的格局。

由于 PM2.5 浓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表明 PM2.5 不仅受到空间分析单元内劳

动力、经济和环境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相邻空间分析单元的劳动力、经济和环

境因素影响，采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是适合的选择（Anselin，1988）。

表 2  空间自相关性的Moran’s I 指数检验

Table 2  Moran’s I-index test for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变量 定义 2012 2015 2018 2020
PM PM2.5 浓度年均值（µg/m3） 0.273 0.283 0.319 0.346 

F_H_L 流动劳动力密度（万人 /km2） -0.210 -0.231 -0.217 -0.237 
F_H_R 流动劳动力占比（%） 0.157 0.165 0.173 0.141 
GDP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0.216 0.193 0.225 0.167 

GDP_R 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0.131 0.141 0.141 0.183 
IND_R 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 0.109 0.102 0.143 0.147 
P_W_S 劳动生产率（万元 / 人） 0.197 0.121 0.170 0.183 
H_C 家庭消费支出（万元） 0.181 0.199 0.263 0.176 
R_D 路网密度（km/km2） 0.122 0.124 0.205 0.182 
G_R 绿化覆盖率（%） 0.138 0.196 0.178 0.202 

注：采用距离倒数加权法。

3.4.1  空间加权矩阵

通过构建如式（2）的距离倒数空间加权矩阵，定义各空间分析单元之间空

间相互影响的强度，以及空间自相关强度的结构关系（Anselin，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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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i，j］=

	 0	 1/d1，2…	 1/d1，n

	 …	 0	 …

	1/dn，1	 1/dn，2…	 0

	 （2）

式中，W 为空间加权矩阵；wi，j 为矩阵元素，i、j 为空间分析单元编号，当

i=j 时，wi，j=0；di，j 为 i 空间分析单元的质点到 j 空间分析单元质点的空间距离。

假设各空间分析单元之间的空间自相关性不随时间变化，距离倒数空间加

权法的含义是空间分析单元之间距离越近、空间自相关性越强。

3.4.2  空间面板模型

空间自相关性主要有三种效应：一是内生相互作用效应，指空间分析单元的

因变量与其他空间分析单元的因变量相互作用的过程；二是外生相互作用效应：

空间分析单元的因变量受到相邻空间分析单元自变量的影响；三是残差因子相互

作用效应则是反映未解释因素的空间自相关性（Elliott and Clement，2015）。表 2

的空间自相关性检验显示，PM2.5 浓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也就是说任一空间分析

单元的 PM2.5 浓度受到相邻空间分析单元 PM2.5 浓度的影响，即内生相互作用效应；

自变量的空间自相关则说明，这些自变量不仅影响当地的 PM2.5 浓度，而且对相邻

空间分析单元的 PM2.5 浓度也会产生影响，即外生相互作用效应。

因此，本文首先采用 SDM 面板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进行实证分析。

SDM 空间模型综合了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特性，可以处理同时具有

内生和外生相互作用效应的时间序列数据（Elliott and Clement，2015）。SDM 面

板模型表示如下：

	 yt=aWyt+bXt+cWZt+μ +ε t	 （3）

式中，yt 为时点 t 的因变量向量；W 为权重矩阵；a 为因变量内生相互作用

的系数向量；X 为非空间自相关的自变量向量，b 为非空间自相关自变量的系数

向量；Z 为空间自相关的自变量向量，c 为空间自相关的自变量的系数向量；μ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残差向量，ε 为时变残差向量。

通过上述设定，SDM 面板模型可定量测量 PM2.5 浓度受到的本地自变量（劳

动力、经济等理论模型设定的变量）、相邻空间分析单元的 PM2.5 浓度（内生相

互作用效应）、相邻空间分析单元的空间自相关自变量（外生相互作用效应），

以及未观测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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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未观测因素也可能具有空间自相关性，为了测量未观测因素空间自

相关性的影响，采用 SAM（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odel）模型进行分析，SAM

空间模型既可以测量内生和外生空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同时还可以测量残差项

的空间自相关性。SAM 空间模型表示如下：

	
yt=aWyt+bXt+cWZt+μ +υ t

υ t=dWυ t+ε t

	 （4）

式中，d 为残差项空间自相关的系数向量。

4  实证结果

4.1  模型检验

本文的数据观测时期是 2012—2020 年共 9 年，深圳 10 个行政区 / 新区的

644 个空间分析单元，形成 9（时间）×644（空间分析单元）的对称面板数据，

需要事先对数据进行检验。

首先运用 LLC、IPS、ADF、PP 四种检验方法对基础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表 3 的检验结果显示，模型所选取的变量存在单位根的概率值均小于 0.05，各

变量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可以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

表 3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Table 3  The unit root test for the variable

检验
方法

变量
　 PM F_H_L F_H_R GDP GDP_R IND_R P_W_S H_C R_D G_R

LLC
统计量 -11.757 -13.158 -8.843 -9.187 -5.131 -3.431 -4.365 -6.834 -6.490 -7.195 

P 值 0.008 0.020 0.039 0.036 0.031 0.035 0.000 0.020 0.021 0.020 

IPS
统计量 -2.179 -0.261 -0.317 -2.556 -0.789 -3.953 -4.054 -2.169 -4.761 -3.649 

P 值 0.010 0.014 0.013 0.039 0.022 0.008 0.011 0.002 0.020 0.034 

ADF
统计量 26.770 14.554 9.245 16.299 43.892 28.849 14.908 28.672 34.152 16.452 

P 值 0.015 0.000 0.001 0.005 0.003 0.016 0.009 0.014 0.002 0.010 

PP
统计量 34.383 25.115 21.824 42.774 28.355 56.628 21.119 26.444 33.077 32.944 

P 值 0.001 0.009 0.010 0.015 0.015 0.008 0.018 0.012 0.015 0.001 

注：变量名对应于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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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运用协整 KAO 方法对各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协整 KAO

检验的原假设是不存在协整方程，备选假设是存在协整方程。检验结果显示，

统计量（T）的 P 值为 0.000，故拒绝原假设，接受本文所选取的因变量和自变

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备选假设，基础数据可以用于模型拟合。

最后，面板模型分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区分选择使

用哪种模型的最常用方法是 Hausman 检验，Hausman 检验的原假设是使用个体

随机效应模型，备选假设是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统计量的 p

值为 0.000，故拒绝原假设，选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4.2  结果分析

为了比较空间模型与普通模型的区别，本文设置了普通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模型 1），基准空间面板模型（模型 2），SDM 空间面板模型（模型 3），

SAM 空间模型（模型 4）。

（1）普通面板模型的统计结果显示，理论模型设定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对

PM2.5 浓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流动劳动力占比、劳动生产率和绿化覆盖率的系

数为负，其他自变量的系数均为正值且显著。

总体上看，普通面板模型的回归系数普遍大于空间模型的回归系数，可能

是由于普通面板模型体现的是整个研究区域的因果关系，而忽略区域内的空间

自相关性会导致模型估计的正偏差（Morello-Frosch et al.，2001）。根据普通面

板模型提供的线索，需要采用空间模型处理空间自相关性导致的统计偏差。

（2）基准空间模型的结果显示，流动劳动力密度、GDP 增长率、第二产

业占比、家庭消费支出、路网密度对 PM2.5 浓度有负面影响，流动劳动力占比、

GDP 总量、劳动生产率和绿化覆盖率对 PM2.5 浓度有正向促进作用。因变量空间

自相关系数（a）为正值，其统计意义是 PM2.5 浓度不仅受到当地因素的影响，

相相邻地区的 PM2.5 浓度以及影响 PM2.5 浓度的自变量也对空间分析单元的 PM2.5

浓度产生影响，这也是本文选择空间模型的根本原因。

但是，流动人口密度与流动人口占比对 PM2.5 浓度的影响相反，GDP 与 GDP

增长率也有类似的情况。一般来说，GDP 总量越大、其增长率相对较低，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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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密度越大、其占比也不会较低，而流动劳动力密度与流动劳动力占比对

PM2.5 浓度相反影响的统计结果就不好解释，有可能是未观测因素的空间自相关

性的原因。总之，基准空间模型发现了 PM2.5 浓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自相关性，

为检验 SDM 空间模型和 SAM 空间模型提供了依据。

（3）根据基准空间模型，构建包括时间交互项的 SDM 空间模型。设时间

虚拟变量为 T（2015 年以前，T=1；否则，T=0），T×F_H_R 表示 2015 年以前，

流动劳动力占比对 PM2.5 浓度的影响；T×GDP_R 表示 2015 年以前，GDP 增长

率对 PM2.5 浓度的影响。

结果显示，对 PM2.5 浓度有显著性的正相关关系的因素包括流动劳动力密度、

第二产业占比、家庭消费支出、路网密度，流动劳动力密度每增长 1 个单位，

PM2.5 浓度上升 0.387 个单位；而第二产业占比增加 1 个单位，PM2.5 浓度上升 0。

051 个单位；家庭消费支出和路网密度每提高 1 个单位，PM2.5 浓度上升 0.387 个

单位分别上升 0.209 和 0.562 个单位。同时，GDP、劳动生产率和绿色覆盖率与

PM2.5 浓度呈负相关关系，GDP 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绿色覆盖率上升对 PM2.5

浓度起到下降作用。

在 SDM 空间模型中，流动劳动力占比和 GDP 增长率的系数不显著，它们

的影响作用通过时间交互项得到体现。时间交互项（T×F_H_R、T×GDP_R）

的回归系数都是正值且显著，表示 2015 年前流动劳动力占比和 GDP 增长率与

PM2.5 浓度有正相关关系，在控制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条件下，流动劳动力占

比和 GDP 增长率每上升 1 个单位，PM2.5 浓度分别上升 0.102 和 0.151 个单位，

而它们对 PM2.5 浓度的效应在 2015 年不再显著，这也是流动劳动力占比和 GDP

增长率两个指标在模型中不显著的原因。

但是，GDP 总量与 PM2.5 浓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可以有多种解释。根据库

茨涅茨曲线假设（Grossman and Krueger，1995），当 GDP 超越某一拐点后，经

济对环境的影响开始下降。生态经济学的观点是发达国家或地区通过不平等贸

易向不发达地区转移环境压力，从而减轻经济对本地环境的压力（Carter et al.，

2013）。还有可能是存在残差因子空间相互作用效应，而 SAM 空间模型并没有

捕获这种效应，在模型估计时被转移到了其他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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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 SDM 空间模型的基础上，SAM 空间模型引入了残差因子空间相互

作用方程（式 3）。结果显示，在所有显著性自变量中，流动劳动力密度、第二

产业占比、家庭消费支出和路网密度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与 PM2.5 浓度之间表现

为统计意义上的正相关关系；劳动生产率和绿化覆盖率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与

PM2.5 浓度之间表现为统计意义上的负相关关系。

流动劳动力占比、GDP 总量和 GDP 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它们对

PM2.5 浓度的影响在时间与流动劳动力占比的交互项和时间与 GDP 增长率的交互

项上得到体现，前者为 0.056，后者为 0.048，表明在 2015 之前，流动劳动力占

比和 GDP 增长率的提高会导致 PM2.5 浓度上升，但这种影响在 2015 年之后则不

再存在，GDP 对 PM2.5 浓度的影响表现为阶段性特征，而劳动力流动对 PM2.5 浓

度保持持续性的影响。

另外，在 SDM 空间模型中流动劳动力密度与流动劳动力占比对 PM2.5 浓度

相互矛盾的现象在 SAM 空间模型得到解释：流动劳动力占比只是在 2015 年以

前对 PM2.5 浓度有正相关关系，流动劳动力密度共同强化了劳动力流动对 PM2.5

浓度的影响。2015 年前后，深圳放宽了户籍迁入的政策，流动人口占比出现了

下降（陆杰华，2019）。2015 年以后 GDP 因素对 PM2.5 浓度的影响不再显著，

可以理解为其效应被转移到其他未观测因素（其回归系数 d 为 0.225），比如单

位 GDP 能耗下降、能源结构转变、新能源汽车普及率上升等。也就是说，2015

年以后，GDP 及其增长率对 PM2.5 浓度的影响不再显著。

表 4  模型分析结果

Table 4  Analysis Results of Models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ln（F_H_L） 0.512** 0.481** 0.387** 0.298***

F_H_R -0.187*** -0.088** -0.032 -0.024
ln（GDP） 0.671* -0.431*** -0.321*** -0.301
GDP_R 0.118** 0.092** 0.072 -0.052
IND_R 0.103* 0.055*** 0.051** 0.038**

P_W_S -0.098* -0.071* -0.056*** -0.601***

ln（H_C） 0.338* 0.225* 0.209** 0.178**

R_D 0.632** 0.669*** 0.562*** 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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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G_R -0.271*** -0.163*** -0.112** -0.071***

T×F_P_R 0.102** 0.056***

T×GDP_R 0.311*** 0.048***

a 0.190** 0.221** 0.183***

d 0.225***

F 527.10** 489.23 639.72*** 771.46***

R2 33.98.12 46.09 51.92 53.48
AIC 3721.82 2387.74 1899.44 1445.43

注：*p<0.1，**p<0.05，***p<0.01。

5  结论与讨论
深圳从 2014 年提出建设“美丽深圳”的决定以来，通过开展一系列大气环

境治理行动，空气质量得到显著改善。2020 年，深圳雾霾天数从 2004 年的 187

天降至 3 天，PM2.5 平均浓度降至 19µg/m3，但与国际先进城市相比还有一定的

差距。在人口和经济要素高度聚集的情况下，未来深圳仍将面对继续保持并改

善空气环境质量的挑战，劳动力流动与空气质量变化的关系理论和实践领域共

同关注的科学问题。本文通过构建劳动力流动与 PM2.5 浓度变化的空间模型，在

社区尺度上分析劳动力流动、经济发展等因素对 PM2.5 浓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对

于超大型城市的劳动力流动与环境政策的协同具有一定的启示。

（1）实证结果发现，劳动力流动与 PM2.5 浓度有正相关关系，流动劳动力

密度过高会影响 PM2.5 浓度上升，2015 年以前，流动劳动力占比强化了劳动力流

动对 PM2.5 浓度的影响。这种统计结果不能简单地将环境压力归因为人口或劳动

力迁移流动，而应该结合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治理能力综合考量。劳动力过度

聚集固然对环境形成压力，但根本原因还是形成劳动力聚集的产业布局和经济

结构，在特定的经济结构下，人口 / 劳动力迁移流动也可以保持与环境的良性关

系（Price and Feldmeyer，2012）。比如，2012—2020 年间，深圳的流动劳动力

规模增长了 62.06%（年均增长 6.22%），而 PM2.5 浓度却下降了 115.79%（年均

下降 10.09%），深圳的流动劳动力规模与空气质量变化没有表现出相同的方向。

西方生态经济学观点将人口迁移流动与环境问题关联，但至今也没有有力的支

撑证据，而成为反移民倾向的政治工具（Ma and Trouth，2019）。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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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我国将早晚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时期（刘厚莲、原新，2020），各区域之间、

城市之间的人才竞争可能过渡到流动人口的竞争，流动劳动力成为区域经济发展

的重要变量。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六大类 40 条授权清单”中要求深圳“完善适

应超大城市特点的劳动力流动制度”，为全国提供示范作用，如何理解劳动力流动、

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的关系，也将影响完善劳动力流动制度的政策取向。

（2）实证结果显示的流动劳动力占比和经济规模与 PM2.5 浓度不相关，并

不构成否定人口、经济与环境关系理论的证据，而是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表现

形式的多样性。比如，SAM 空间模型中的未观测因素对 PM2.5 浓度的显著性影响，

说明未观测因素在环境变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未观测因素包括家庭结

构、生活方式、消费结构等（York and Richard，2012）。比如，家庭结构（平

均家庭规模）对环境的作用强度远大于人口和家庭数量，由于生态产品消费的

规模效应缺失，小规模家庭提升了人均消费水平，从而使得全社会生态产品消

费量增加（傅崇辉，2016）。正确处理劳动力流动与空气质量的关系，从根本

上还需要从生产、生活方式方面找到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环境保护的政策取向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模型显示的变量之间的空间自相关性，揭示了PM2.5 浓度受到相邻地区人口、

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类似的环境问题还包括水环境、土地污染、自然灾害等（童

玉芬，2004），空间模型在环境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深圳的人口、

经济与环境也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任何一个区域的人口、经济与环境因素发生变化

都可能引起整个城市的环境状态发生变化。无论是劳动力流动制度还是环境治理的

政策措施，都需要在顶层设计时充分考虑区域人口、经济与环境要素的协同。

受数据限制，本文没有对家庭结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资源消费等影响

PM2.5 浓度的因素进行详细分析，未来针对深圳的人口、经济与环境关系研究至少有

几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小尺度空间分析单元对揭示人口、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内部

关系具有重要价值，但更小的研究尺度对数据的要求更高，利用基于地理信息系统

的人口、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数据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二是环境问题包

括土地、水、自然灾害、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废弃物排放等多方面的内容，适

合于深圳特点的相关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实证体系，对现有理论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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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结论的证实或证伪都是有益的补充；三是目前深圳正值“六大类 40 条授权清单”

落地实施的初期阶段，相关政策措施也在密集出台，它们对人口、经济与环境关系

的影响评估研究，是后续政策的出台、修订的重要参考。仅从政策效果最大化出发

部署推进深圳的“双区”建设，即使人口、经济与环境的每个子系统都达到最优状态，

整个社会系统的总体状态也可能不是最优的，例如经济政策可能增加资源消耗从而

造成环境压力，严格的环保政策增加企业成本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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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community-scale demographic,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ata, the effect of labor mobility in Shenzhen on PM2.5 is tested by spatial 

statistical models. The conclusions provide an empirical basis for policy 

formulation and evaluation of Shenzhen’s populatio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abor mobility and PM2.5, and that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of migrant labor force induced the increase of PM2.5 level, an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migrant labor force strengthened the effect of labor mobility 

on PM2.5 before 2015. PM2.5 is influenced by the spatial self-correlation of 

demographic,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neighboring areas, and 

the spatial model has unique advantages in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Finally,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is proposed from the research 

scale, research content and policy e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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